解析玉溪花灯音乐现状与未来

——以“花灯传人”李鸿源的音乐创作为透视点
（玉溪师院音乐学院 陈刚 芮艳）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玉溪花灯戏的分析研究，以玉溪花灯传承人李鸿源的代表作品为透视点，阐释了他改良创新玉溪花灯音乐的方法和独具特色的花灯音乐风格，并且论述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玉溪花灯戏的生存状况及传承、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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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花灯”是首批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南花灯，它是云南本土音乐文化里的一颗灿烂明珠，它走过的是一条充满曲折坎坷，有过辉煌与失落的发展道路，如今已从民间小曲与歌舞发展演变成地方剧种，成为云南本土音乐文化中的精粹。玉溪花灯音乐传承人李鸿源先生是国家一级作曲家，花灯音乐的“活宝典”，我们在教学生演唱玉溪花灯教学过程中，多次得到他的指导与启发。虽然我们对云南本土音乐文化了解不多，对家乡玉溪的花灯剧也仅有粗浅的认识，但是，我们想借“本土音乐与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以李鸿源先生的花灯音乐创作为“透视点”，对近代玉溪花灯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中的辉煌、今天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空间，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审视。

一、新灯的起源

花灯最初起源于明朝，以祭祀的巫术礼仪混溶，后逐渐发展成以娱乐为主。云南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直到明代，花灯才随着汉族的大批迁入而流传开来，传入的花灯种类主要为湖广、江浙一代的花灯，这些省外音乐文化对云南花灯音乐的影响在今天某些节目中仍然依稀可见，如依然把“你”称为浙江方言“侬”等。云南花灯最初形成了昆明花灯、玉溪花灯、姚安花灯三大支系，其中玉溪花灯则受滇剧影响最大，革新最早，它的兴起要追朔到新中国建立前夕。

辛亥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市民文化随之抬头，人们不满足于花灯原来的形态，对花灯音乐进行不自觉状态下的改革，花灯表演形式随之从“歌舞形式”为主转变为“戏剧形式”为主，玉溪传统花灯艺术发生第一次大变革，并完成它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从这一时期开始，玉溪花灯从此被称为“新灯”，玉溪成为云南花灯“新灯”的发源地。

二、李鸿源花灯音乐成就及创作特点

 “文革”期间，花灯剧被禁演，很多剧团迫于局势的压力不再演花灯而改为一般的歌舞表演，就算仍在上演的花灯剧也是被人为“样板化”了的。花灯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其中的政治色彩加重。文革结束后，花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更多的知识份子，高素质的花灯艺人都积极行动，创造了很多的新剧目。
李鸿源先生是玉溪花灯剧团的音乐设计兼指挥，他从事的花灯音乐创作已经有三十多年，编创过不少花灯音乐作品，为一百多出花灯剧创编过音乐，其花灯音乐与相关的剧本、表演的创作紧密联系、相得益彰，先生本人就是一本花灯的“活宝典”。他的花灯音乐创作始于在19世纪60年代，那时玉溪花灯音乐的创作正逐渐由民间性向专业性发展。

1955年，李鸿源调到玉溪花灯团，在专注二胡伴奏的同时开始花灯音乐和歌曲创作的磨练。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的生活条件、鉴赏水平的提高，对花灯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花灯传承人，他感觉肩头担子沉重，花灯创作也要有“脱掉草根”的一天。他在思考、探索一个难题：如何在吸收其他地区花灯特色的时候保留玉溪花灯的“根”？

李鸿源对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进行有益的探索，抓住了保留花灯传统和体现玉溪花灯音乐个性特色之间的关系。他创作的花灯剧《柳萌记》、《莫愁女》成就更为突出，获得了一定成就。但是他创作的辉煌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通过《情与爱》、《金银花，竹篱笆》、《小姨妹过河》、《卓梅与阿罗》四个花灯剧目的演出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其中，为《情与爱》创作的音乐，获得了文化部第三届文华音乐创作奖，为《金银花，竹篱笆》创作的音乐获文化部第六届文华音乐奖、中宣部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1995年全国现代优秀剧目音乐设计奖。他创作的《卓梅与阿罗》获1997年第五届中国戏剧节曹禺戏剧音乐奖。这些成就显示他在花灯音乐创作上的成熟，使他成为云南第二代花灯音乐创作人员中的佼佼者。成为云南省最有代表性的花灯作曲家之一，并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花灯戏传承人。我们认为，玉溪花灯在当代的发展，与李鸿源多年的辛勤工作及创作实践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他的成功创作实践经验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通过研究他一生的花灯音乐代表作品，对我们了解、剖析玉溪花灯的现状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花灯唱腔的革新

全国各地的花灯戏，种类繁多。玉溪花灯和全国其它的地方戏曲一样，也面临着观众减少、经费短缺、新一代编创演出人员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电影、电视、因特网等现代传播手段的冲击，让很多观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慢慢远离了这一传统艺术。但花灯艺术是不是也有自身客观存在的原因呢？

对此，李先生认为：玉溪花灯戏如果仅仅是继承传统，肯定会受到本地“老灯迷”的喜爱，但如果要走出云南，面对全国的观众，就必须应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但是，如何才能让玉溪花灯戏有自己的特色？”首先要在唱腔上下功夫，因为唱腔是区分不同剧种的标志，花灯音乐的唱腔、唱词是以方言为基础的，面对省外观众时，还缺乏沟通。表演的形式多年不变，缺乏新意。
李鸿源通过艺术革新，对一些作品的唱腔重新设计，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例如对提高演唱者音质、音色、音量、共鸣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还要对花灯曲目在吐字、行腔、风格及韵味等方面严格把关。为此，玉溪花灯团千方百计的为年轻演员创造条件，或送到艺术院校深造，或请专家指导，把发声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融为一体，达到最佳的审美要求。在这种高要求之下，玉溪花灯经过多年的努力，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表演队伍，才出现了以梅花奖获得者杨丽琼为代表的一批既有民族唱法基础、又有花灯个性色彩嗓音的花灯明星。

四、花灯音乐创作的革新

音乐是花灯的灵魂，是花灯创作的主导因素，能否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花灯音乐是关键，能否真正打动观众，就看作曲家的情感体验、音乐形象思维是否把握准确，能否准确表达特定戏剧情境下任务的内心情感了。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玉溪城乡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花灯戏的观众口味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剧种如何才能争取城乡观众，这需要花灯音乐的创作要能更直接、更真实的反映生活。正如理论家王群所说：“花灯音乐的探索至今还是哥德巴赫猜想，怎样确立云南花灯音乐共享的基本曲调，怎样丰富花灯曲调的连接方式，这方面，我们甚至还没有超越新灯时期的创造”。正是这一时期，玉溪花灯团连续创作了一批符合时代精神风貌的花灯剧目，作品无论从内容、曲调、规模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玉溪花灯一度在云南省戏剧舞台是大放异彩、独领风骚，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戏曲舞台的一道风景线，玉溪花灯戏进入了鼎盛时期。

说到这，我想这种成功现象的出现，正因为花灯戏抓住了艺术创作中，最核心的问题——“创新”。固然这种创新包括多方面的原因（剧本、音乐创作、舞台设计、道具等等）。但不容置疑，音乐的创作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一部剧目的成功，是离不开音乐的支撑。如果说李鸿源早期作品的音乐创作还偏重于对玉溪花灯传统曲调五大声腔：［道情］、［走板］、［五里塘］、［全十字］、［虞美人］的运用。而他创作成熟期的作品《金银花竹篱笆》、《卓梅与阿罗》等则把一些精心挑选过的曲调融入到花灯戏的音乐创作，这时期的创作更加广泛的吸取了多元的音乐元素，使不同的音乐与传统的花灯不断的交流、融合。李先生花灯音乐创作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少数民族音乐花灯化

在涉及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剧目，如彝族《卓梅与阿罗》、傣族《五彩河》，在这些作品中，李鸿源巧妙的将少数民族音乐花灯化，直接把少数民族音乐的旋律作为一个独立的唱段来使用。如《卓梅与与阿罗》中领唱、合唱《火把点亮、号角吹响》，男、女主人公对唱《有话快快对我说》，就直接采用了彝族民间音乐素材。

2、吸取其它汉族民间音乐

李鸿源大量运用其它汉族民间音乐素材，如寻甸郎山歌、会泽山歌。民间曲牌《满江红》、《将军令》作为花灯作品中的唱腔、间奏或伴奏音乐。

3、运用西方作曲技法

在李鸿源八十年代后的作品中，他开始尝试加入多声技法，如《聂耳还乡》中的二声部，到《卓梅与阿罗》、《五彩河》、《情与爱》中复杂的多声部合唱，以及音乐伴奏中和声的运用，代表曲目如《金银花、竹篱笆》中主题歌用了“旋律衬托声部写作的唱腔”。《情与爱》中《一腔怨恨化春水》利用移调模仿“和声衬托声部”的手法创作而成。在李鸿源把西方作曲技法运用于花灯音乐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洋为中用，与我为主”的基本创作思路，始终坚持如何保持花灯音乐原来的特色，这种“吸收”与“消化”之间的度，不正是一个本土作曲家创作的关键？

这样既丰富了传统戏曲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处理好了外来与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逐步形成了玉溪花灯戏丰富多彩、标新立异的独特个性。

五、花灯的传承及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玉溪花灯以戏剧性见长，从最初简单的民俗活动演变成花灯戏，再发展壮大为大型的花灯舞台剧，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本体变化、创新的过程。这种过程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融合也能独立，并随着时代变迁和人们审美习惯的变化而创造出新的规律。正如李鸿源先生所说：“今天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节奏在改变，如何传承及发展花灯，对大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年来玉溪花灯一直能够继承发展，首先是因为玉溪的经济富饶，是经济推动了花灯的发展，其次是广泛的吸引群众的参与和创造，把花灯戏以活态传承的形式进入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间，增强了花灯艺术的生存活力和发展动力，使之具有持续稳定的生命力。第三，花灯发展得到了历届政府部门的重视，跟玉溪市文化艺术界有识之士做出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纵观玉溪花灯发展史，它走过了一条充满曲折、坎坷、失落与辉煌的发展道路，在现今本土音乐文化崛起与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的文化大背景下，笔者认为玉溪花灯的发展还缺乏科学的定位，缺乏足够的商业素质，对这一点李鸿源先生曾说过：“这里面有商业的因素，更直接地说，有收视率的因素。但我觉得，丰富的和健全的电视荧屏上，不该忽略我们这些民间和民俗艺术形式的存在。这就需要媒体多呼吁多引导了。如果能够在云南开一个类似中央电视台十一套一样的专业戏剧平台，花灯演出可以录播，花灯的观众就会多起来。”在花灯艺术弘扬、发掘的过程中，是仅仅把它放在“大舞台”去获奖来实现它的展演、比赛功能，还是改变自身传统美学架构下的样式去迎合普通观众的娱乐口味？在艺术的主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之间如何才能找到最佳的平衡呢？我们玉溪花灯剧院院长严伟的一句话好似画龙点睛：“玉溪花灯的发展首先要脱俗！”作为“花灯之乡”的玉溪，在如何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商业运作的关系方面，也曾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在如何推动艺术消费市场、拓宽文化产业之路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

六、结语

从舞台艺术的观赏性和群众艺术的参与性两种发展方向来审视花灯的未来，就会发现，它们是可以在实践中同时并存和发展的。只有努力的发掘、吸收、提炼和创编新作品，让花灯更好看，才是振兴和提升花灯艺术高度的保障。只有在群众中不断的推广、宣传和辅导，才能成为花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使它在民间永远流传。如何让玉溪花灯戏更好的传承和发展，这仍然是民间文艺和专业艺术工作者一个任重道远的课题。

